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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 
 

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 孙立春  李薇杰 
 

    芥川龙之介（1892—1927）是日本大正时期的知名作家，受日本每日新闻社资助，于 1921

年 3月至 7月访问中国。回到日本后，他陆续发表了《上海游记》（1921）、《江南游记》（1922）、

《长江游记》（1924）和《北京日记抄》（1925）。1925年 11月，日本改造社出版了芥川的《中国

游记》单行本，其中收录了以上四部游记和之前未曾发表过的《杂信一束》。 

    与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会面 

    作为日本新思潮派代表作家，芥川是一位短篇小说巨匠。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初，他的短篇

小说《罗生门》和《鼻》就由鲁迅译介到中国。在二三十年代，更是出现了一次译介其作品的高

潮。芥川于 1921年 3月 30日到达上海，4月 1日便因肋膜炎住院，出院后访问了郑孝胥、章太

炎、李汉俊等人，有关会谈记录作为上海游记》的一部分，于 1921 年 8 月至 9 月连载于《大阪

每日新闻》。 

    李汉俊（1890—1927）原名李书诗，字人杰，号汉俊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，对马克

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突出贡献。1921年 7月 23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

书城、李汉俊兄弟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（今兴业路 76 号）的寓所开幕，李汉俊作为上

海地区代表参加了大会。 

    在《李人杰氏》一节中，芥川这样写道：“李氏年龄不到二十八岁，按信仰而论属于社会主

义者，是上海的‘青年中国’代表。”（《中国游记》，秦刚译，中华书局 2007 年版，下同）此处

的“青年中国”即指“少年中国”，译自“Young China”，是当时中外新闻界对中国富于改革精神

的新派人物惯用之称谓。“他身材瘦小，头发稍长。脸窄窄的，血色不是很好，眼中充满才气。

手小小的，态度十分真挚。这种真挚，同时也能够令人察觉到他神经敏锐。第一印象非常不错，

仿佛是在接触一根钟表上细而坚韧的发条。”除了十分正面的外貌描写，芥川也毫不掩饰地表达

了对李汉俊才华的钦慕，“李氏曾在东京读过大学，日语流畅之至。很难懂的道理往往能够被他

解释得深入浅出，在这一点上，恐怕他的日语要比我好”。此外，还有“李氏的言谈十分机敏利

落。所以，令同行的村田君直感叹道‘此人头脑非凡’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。李氏说在留学期间

读过一两篇我的小说。这也无疑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”。芥川不仅记录下了李汉俊的样貌，也记

下了他的政治主张：“李氏云：‘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？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，既非共和也非

复辟。’”“所以，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，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。这也是宣传文化运动的‘青年中

国’的思想家们所一致呼号的主张。”从芥川后来的《侏儒警语》《西方之人》等作品中的文字来

看，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李汉俊的主张的。 

    在这次会面后，芥川于 1927年 7 月 24 日自杀，李汉俊同年 12 月在武汉被反动军阀杀害。

这固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，但多年后的今天，那两颗年轻心灵之间短暂而强烈的碰撞，依然能深

深触动我们，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

    二者创作出发点不同 

    芥川是彻头彻尾的艺术至上主义者，他追求的是为了艺术的人生。他曾在《艺术及其他》一

文中提出：“艺术家必须力求作品的完美。否则，服务于艺术便没有任何意义。⋯⋯艺术家为了

创作非凡的作品，在一定的时候或一定的场合下有可能把灵魂出卖给恶魔。”可见，他非常看重

艺术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最终选择自杀的原因之一。正如日本文艺批评家小森阳一所说：“新

时代的作家否认了芥川，芥川自己也以新时代的作家否认了自己。正因如此芥川选择了自杀这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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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。”当芥川感觉到自己无法创作出符合时代需求和潮流的新作品时，他选择了自杀。芥川在

进行文学创作时善于运用多种体裁，工于艺术表现，《地狱变》与《戏作三昧》就是芥川为阐发

自己艺术至上的观点而专门创作的两篇小说。 

    李汉俊认为文学是为了人生的艺术。芥川在《中国游记》中写道：“李氏又说：‘欲进行社会

革命，只有靠宣传。此为吾人著书立说的原因之所在。’”这体现出李汉俊非常看重文学在启迪民

众方面的作用。当然，他也是这么做的。李汉俊在《星期评论》《觉悟》《建设》《小说月报》等

刊物上，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 90 多篇。他还帮助别人校对、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，例

如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就经陈独秀、李汉俊两人校对。李汉俊还曾为李达的翻译工作提

供过帮助。他参与编辑《星期评论》和《新青年》，使这些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；

还与陈独秀共同创办了《劳动界》周刊，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。李汉俊还针对妇女解放问题，

在《觉悟》《妇女评论》等期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，将妇女问题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，分析了

当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，并提出解决方法，即协同各方无产阶级力量推动社会革命，建立

新的社会制度。此外，李汉俊还曾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对犹太新文学作过介绍，目的也是将其与无

产阶级革命事业结合起来，起到宣传作用。 

    毫无疑问，李汉俊与芥川两人的创作出发点并不一致。这种差异来自哪里呢？或许从《中国

游记》中我们能找到一些线索。芥川感慨道：“如果有人认为此话不实的话，不妨请他自己去中

国看一看。必定在一个月之内，便会莫名其妙地产生出议论政治的强烈欲望来。那是因为现代中

国的空气中，积蓄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。”在与李汉俊谈话时，芥川也表示“从中国的现状来

看，期待从当前的土壤中迎来艺术的繁荣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”。这暗示着在芥川看来，当时

中国的实际情况让人们在谈论文学时离不开政治，他也对此表达出了一定的理解与认同。诚然，

在一个混乱动荡的年代，纯文学必然有其局限性，真正的文学家应该承担起历史重任，推动时代

向前发展。 

    促使芥川的文学观发生转变 

    这次中国之行对芥川来说意义重大，促使其文学观发生转变并萌发了社会意识。其实，芥川

之前就与社会主义产生过联系，他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《威廉·莫里斯研究》。威廉·莫里斯

是 19 世纪的英国艺术家、工艺美术运动的主要践行者之一，改变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崇尚烦琐

雕饰的艺术品位。莫里斯还具有诗人、小说家的身份，曾出版《艺术与社会主义》《社会主义原

理纲要》等作品，并成立社会主义者联盟，积极投身政治运动。叙事诗集《地上乐园》和小说《乌

有乡消息》都体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。芥川认真阅读过上述作品，并将其作为毕业论文

选题，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莫里斯的观点的。 

    中国之行可以说是催化剂，直接触发了芥川对社会主义的关心与热情，这当然也与他同李汉

俊的会面不无关系。纵观芥川的创作历程，其早期关注的主题大多是利己主义，常通过历史或宗

教故事来揭露人性之恶。1921年访华后，他开始创作倾向于“无产阶级文艺”的作品，如《将军》

《无产阶级文艺之可否》等。在《无产阶级文艺之可否》中，他这样论述道：“文艺并不像人们

通常认为的那样与政治无缘。毋宁说，文艺的特色也存在于同政治的关系之中”，可以说芥川最

终承认了“无产阶级文艺”存在的必要性。在《澄江堂杂记》里，他写道：“社会主义不属是非

曲直范畴里的问题，它只是一种必然。”芥川还受章太炎启发，创作了小说《桃太郎》。章氏曾对

芥川说过自己视桃太郎为最讨厌的日本人，认为桃太郎是外来侵略者。芥川在这一想法的基础上

进行改写，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。他在 1927年自杀前创作的短篇小说《河童》中，

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嘲讽，同年发表的《文艺的，过于文艺的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无产阶

级的战士诸君将艺术选作武器，我趣味盎然地眺望着他们。战士诸君何时才能得心应手地挥舞这

个武器呢？”可见，他对当时日本的“无产阶级文艺”有了某种期许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，芥

川这种更加接近社会主义思想并付诸创作的转变，与其中国之行特别是与李汉俊的会面有着重要

关联。 


